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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_Hlk192230188][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_Hlk193357442]摘要：财政补贴作为政府广泛采用的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工具，能否真正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一直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但目前研究尚未对此问题达成统一共识。通过对2013－2022年讨论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最终筛选出75篇文献中的87个独立效应值、995614个独立实证研究样本进行元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并进一步围绕不同的企业类型探讨影响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发现：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财政补贴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高。在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位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业务范围涉及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中，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基于上述发现，建议政府在财政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审慎评估补贴对象，充分考虑企业产权性质、地域的差异，进行差异化补贴，将补贴提供给真正需要且能有效利用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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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9]Abstract: Fiscal subsidies, as a policy instrument widely adopted by governments to incentivize enterprise innovation, have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both academic and business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ir actual effectiveness in enhanc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owever, current research has yet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is critical issu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literature from 2013 to 2022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subsidie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ultimately selecting 87 independent effect values from 75 publications with 995,614 independent empirical research samples. Employing meta-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ethodologies, it conducts an in-depth examination while investigating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subsidie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cross different enterprise typ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fiscal subsidies indeed exert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is conclusion is validated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s of outcome variables, demonstrating its robustness. Mediating effect tests further illuminate that fiscal subsidies can stimulate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R&D investment, thereby driving improvements i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Group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romotional effects of fiscal subsidie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re more pronounced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located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nd those operating in high-technology field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recommends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carefully evaluate subsidy recipients dur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fully consider the heterogeneity of enterprise ownership structures and geographic locations,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subsidy strategies, and provide subsidies to enterprises that truly need and can effectively utiliz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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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1]。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解决“卡脖子”问题以及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2]。但由于创新活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且创新的正外部性造成了市场失灵，因此，企业创新的动力和意愿大多不足[3]。为纠正市场失灵，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激励企业创新，这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议题。
孔东民[4]等、储德银等[5]指出，财政补贴主要指政府通过现金补贴、贷款贴息等直接方式向微观经济主体提供的资金支持，是各国政府普遍用来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工具。然而，学术界对于财政补贴能否有效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一直存在争议。学者们在探究财政补贴能否有效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时，因研究情境、研究方法、分析视角不尽相同，所得出的结论也存在一定差异。总的来看，有关研究中存在着财政补贴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和难以有效提高甚至可能产生负向影响这两类相反的观点。这种针对同一问题研究结论分歧较大的现状不但阻碍了相关理论的发展，也使得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在面对相关问题时容易产生困惑和误解，进而影响公共政策与企业战略的决策。王欢迎[6]、王振[7]等学者在文献综述中较系统地梳理了相关研究，但这些均为传统的叙述性文献综述，不可避免地带有着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因素，在回应上述问题时不能做到足够客观全面。
[bookmark: _Hlk193315396]元分析（meta-analysis）作为一种定量的文献综合分析方法，可以定量整合不同独立视角下对同一问题的研究结果，并对这些结果进行评估，得出更加接近于总体真实效应的估计值及分布[8]。曾德明等[9]、刘婷等[10]认为，元分析方法克服了传统的叙述性文献综述偏主观的缺陷，可以更全面地展示对于某一领域的研究概况，所得出的结论更为客观和具有普适性，并且可以探索单篇文献无法呈现的影响研究结论的潜在调节因素。但目前还鲜有研究通过元分析方法探讨财政补贴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_Hlk169082068]为此，本文使用元分析方法，对2013－2022年发表的75篇中英文文献进行再分析，这些文献均相互独立探讨了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选择这一时间段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中国政府强调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积极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尤其是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其次，这一时间段内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企业技术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外国政府也开始更多地使用财政补贴等方式支持企业的创新（如Clausen[11]、Radas等[12]、Takahashi等[13]的研究所述）；最后，从现实意义出发，选择这一时间段内的研究可以更好地反映当前的经济技术发展状态和学术研究动向，使研究结果更具时效性和价值。现有相关文献关于财政补贴效果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且研究结果存在强弱差异，符合使用元分析方法的条件[14]。郭春彦等[15]、王永贵等[16]、Valentine等[17]研究表明，元分析纳入的样本容量在70个以上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为确保结果可靠至少应该保证样本容量有30个。为此，本文选取了75篇中英文文献开展元分析，揭示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围绕企业属性探讨影响二者关系的重要因素，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和未来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财政补贴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关于财政补贴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认为财政补贴可以有效弥补企业创新资金不足的问题，并调节创新正外部性带来的市场失灵，从而有效提高企业创新绩效。Bronzini等[18]使用断点回归（RDD）方法研究在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实施的中小企业研发补贴计划对受助企业创新活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计划可以有效提升受助企业申请专利的可能性和数量。Plank等[19]对德国光伏企业和风能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负二项回归，其结果表明公共研发补贴的提供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尚洪涛等[20]采用国内医药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分析，证明了财政补贴可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为企业带来创新利好信号，从而对当期以及未来的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正面影响，且这种正面影响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情况，并在t+1期达到最高。李晓钟等[21]对国内电子信息行业的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表明政府向高新技术行业提供的补贴可以降低企业边际风险，显著提高当期及滞后一期的企业创新绩效。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21]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指出财政补贴不利于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吴剑峰等[22]对2008－2011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电子、制药和信息技术行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负二项随机效应模型回归检验发现，虽然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与其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是正值，但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说明财政补贴对于企业来说更像是一种冗余资源，难以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白旭云等[23]对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表明，财政补贴不但不会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甚至会导致企业产生对财政补贴的寻租行为，从而对企业创新产生负面影响。Boeing [24]对2001－2006年国内上市企业的研究也表明，政府提供的研发补贴会在短期内迅速挤出企业的研发投资，并不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多数研究认为，财政补贴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创新活动不确定性强，前期的投入要求高，而多数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完成创新活动，甚至可能面临创新失败后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的巨大风险。现实中上述问题已经成为许多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绊脚石。而政府提供的补贴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自身的研发支出成本，为企业降低创新活动带来的风险。此外，企业获得财政补贴意味着它的创新竞争力获得了政府部门的认可，对于企业的创新行为是一种正向激励，同时也会透过政府公信力向外界传达积极信号，帮助企业吸引外界投资，有利于其进一步的创新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财政补贴可以显著提高受助企业的创新绩效。
1.2  企业类型的调节作用
1.2.1  企业所属行业
    企业所处行业可能对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产生调节作用。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可以通过产业内的技术创新向外辐射，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创新发展。作为实体产业，制造业企业进行创新发展时往往伴随着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这类技术开发难度更高、周期更长，使得制造业企业在进行创新时需要投入更多的创新资源。宋林等[25]、丁金金等[26]指出，考虑到多数企业本身存在资金约束，单纯依靠企业自身掌握的资源成功完成创新活动的难度更高，因此制造业企业更加需要财政补贴等外部资源的补充，对财政补贴的利用率也会更高，财政补贴可能会在制造业企业中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相较于非制造业企业，财政补贴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1.2.2  企业所有权性质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制度环境、经营模式上存在诸多不同，在利用财政补贴提升其创新绩效时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
国有企业背靠政府，拥有雄厚的资金、人才等创新资源，往往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特殊垄断地位，在获取资源时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27]。但国有企业所拥有的上述资源优势在现实中却往往可能成为制约其创新发展的不利因素。李子彪等[28]、唐洪娟[29]的研究都发现，国有企业资源的易得性导致其安于现状，并且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标准中包含较多政治因素指标而非创新发展指标，导致它们的创新意愿更低。国有企业大多规模庞大，市场垄断地位强，单纯依靠上述两点的优势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因此有限的财政补贴并不能刺激其投入更多资源进行创新活动。
与国有企业相反，非国有企业处于更完全的市场竞争状态，面临更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这使得非国有企业必须通过创新发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乃至脱颖而出，因此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意识往往更强。此外，非国有企业掌握的创新资源相对匮乏，因此它们对财政补贴等外部资源的需求更为迫切，且获得财政补贴后会更谨慎认真对待，对补贴的利用率也会更高[30]。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相较于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1.2.3  企业所在地域
[bookmark: _Hlk140587732]    国内各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中国东部地区1）经济更为发达，制度环境更为完善，市场化程度和经济活跃度更高。一方面，地处东部地区的企业发展情况普遍更好，靠近技术和市场的前沿，经营管理模式相对完善，创新意识和能力也相对更强，对于政府提供的补贴利用率更高；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制度环境更为完善，形成了更多的创新平台和产业集群，创新要素流动更为顺畅，财政补贴的正面信号效应更强，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利用补贴进行发展[31]。相较之下，地处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往往受制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水平较低，创新能力较弱，利用财政补贴提升其创新绩效的意识和能力也较低[32]。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相较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财政补贴对东部地区的企业的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1.2.4  企业业务涉及领域
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优化国家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向其提供了大量政策和资金补助[33]。从事业务涉及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相较一般企业存在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特点，企业技术攻关难度较大，在企业的生产投入中研发投入会占有较高的比重，因此这些企业依靠自身进行创新发展难度更高，对于财政补贴的需求较为迫切。政府如果向这类企业提供补贴，则会更好地促进其创新绩效的提高, 财政补贴的效果易于体现[34]。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相较于其他企业，财政补贴对业务范围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企业的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1.3  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关于财政补贴如何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有学者认为，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可能存在间接性，即财政补贴通过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35]。但目前有关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主要观点包括两大类：一是激励效应，二是挤出效应。
持激励效应观点的学者认为，财政补贴增加了企业的自有资金，降低了企业的研发风险，由此促使企业投入更多资金进入创新活动，且财政补贴可以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降低企业的融资难度。由此，企业将有更强的意愿投入研发资金，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目前已有一些实证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例如，唐清泉等[36]研究发现，中国政府提供的研发补贴可以有效缓解企业创新投入的从外部性问题与风险，当向企业提供1元的补贴时，将会诱导企业投入1.761元进行研发活动；Kang等[37]的研究表明，政府通过项目补贴，刺激了企业投入更多研发资金等资源，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孙慧等[38]的研究表明，财政补贴提高1%将会刺激企业研发投入提高1.227%，而研发投入的提高也将正向推动企业的专利申请行为，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39]持挤出效应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补贴将会使企业更倾向于使用政府补贴而非自己的资金开展研发，且企业和政府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会导致政府难以对财政补贴的实际用途进行监管，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的寻租行为。李万福等[39]的研究表明，随着政府对企业提供的补助增加，企业创新自主投资却在减少，政府的财政补助未能刺激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柳光强[40]的研究表明，由于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财政补贴政策在实施的现实过程中往往存在政策效果与政策初衷相违背的尴尬局面，部分企业对政策的理解认知存在偏差，财政补贴难以实现刺激研发投入的既定目标。Wu等[41]的研究也表明，由于补贴强度不合适、管理层短视等因素，财政补贴会挤出企业的创新投入。
从现实情况出发，由于财政补贴在发放前往往需要经过筛选，剔除对研发资金需求不迫切或希望寻租获取研发补贴的企业，最终获得补贴的企业往往对研发资金的需求都较为强烈。且财政补贴金额有限，企业不可能仅使用补贴就支撑起研发项目，因此最终还是需要提高研发投入，才能顺利推进研发工作。企业研发活动具有外部性，企业难以独享研发带来的成果，而政府补贴能通过弥补企业研发投入因外部性产生的利润损失，从而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42]。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财政补贴将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为企业研发工作奠定更好的物质基础，有利于企业研发工作取得成功，产生更多的专利等创新成果，进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企业研发投入可以在财政补贴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即财政补贴将显著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而研发投入的提高会显著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image: ]
图1  研究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文献收集与筛选
本文的分析对象是对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开展实证分析的文献。由于元分析要求在进行文献检索时要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相关主题的文献，减少遗漏[43]，因此通过以下检索方式对不同来源的文献进行检索：对于中文文献，选取“企业创新”“企业创新绩效”“企业技术创新”“企业研发活动”和“政府补贴”“财政补贴”“研发补贴”“创新补贴”“R&D补贴”“科技补贴”“公共研发资助”“公共研发支持”“科技计划”“科技项目”等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进行高级检索，同一组关键词用布尔运算符“+”（或）进行连接。对于外文文献，在Web of Science、Elsevier、Springer、Wiley、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Emerald、MDPI、Google Scholar等数据库中以“innovation performance”“innovation output”“innovation ability”“innovation-related activity”“firm innovation” “innovation capability”“R&D activity”“technological innovation”“enterprise”“firm”
“company”“corporation”，以及“public R&D”“public support”“government subsidy”“financial subsidy”“fiscal subsidy”“R&D subsidy”“innovation subsidy”“technology project”“technology subsidy”等作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文献语言限定为英文。中英文文献的检索时间范围均限定为2013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将结果中的专利类、报刊类、图书类等难以纳入元分析的文献筛除，总共获得文献9 456篇，其中中文文献2 839篇，英文文献6 617篇。
将这些文献以如下的标准和步骤进行筛选。（1）将文献导入EndNote文献管理工具，阅读文献的题目和摘要进行初筛，剔除与本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2）对研究内容快速浏览，剔除无法纳入元分析的图书类、综述类、定性研究类等文献。（3）仔细阅读文献，由于本文的元分析研究选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和研究样本量作为原始数据，因此只保留文中明确交代了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或含有通过计算转换可以转换为相关系数的指标（如回归系数β等），并且注明了研究样本量的文献。其余的文献因为数据缺乏则无法纳入元分析则予以剔除。（4）不同研究中对“企业创新绩效”这一变量的测度方式不尽相同，具体包括企业的研发支出、企业专利的申请量或授权量、新产品的销售额、问卷量表等。由于Xu等[44]、Kucera等[45]部分研究证明企业研发投入可以作为变量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且在本文的假设中企业研发投入作为中介变量出现，因此企业研发投入并不适合用于衡量企业创新绩效。而新产品销售额、问卷测量等指标则偏主观。由于创新是新知识的产生及其价值实现的过程，根据专利的定义，只有具有新颖性的发明才会被授予专利，因此专利常常被作为衡量企业创新最明确、最有效的指标之一。Ren等[46]、Gao等[47]的研究表明，企业获得专利授权说明它并不仅仅停留在已知的领域，而是在不断研发探索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等。因此，最终只将以专利为指标测量企业创新绩效的文献纳入元分析。经过上述步骤的筛选，最终保留相互独立的研究文献75篇，其中中文文献44篇，英文文献31篇。
2.2  数据处理
将每个独立研究视为一个编码单位进行文献编码，两名研究者各自独立地阅读最终纳入研究的75篇文献，对研究样本量、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记录，若文献中给出的是其他可以转化为相关系数的指标，则通过王宛秋等[48]使用的回归系数转化法相应公式进行转化。另外，对可能影响主效应结果的潜在调节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记录和分类编码。企业所有权、企业所在地域等要素都较为明确，直接按照文中的描述进行如实分类。将文献中对企业样本来源的行业描述与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进行比较，确认其所属行业是否属于制造业。对于企业的业务范围是否涉及高新技术领域，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修订印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对以国内为研究背景的文献中的企业涉及的业务领域进行分类，如果一篇文献中有不同样本主体，则按照不同的独立研究来处理。两位研究者分别完成编码后，将编码结果进行对照，结果显示两人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较高，并对出现区别的数据进行对比和确认，最终在75篇文献中提取出87个独立的样本组和效应值，部分样本组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部分独立样本组和效应值基本信息
	[bookmark: _Hlk169028373]第一作者
	发表年份
	样本量/个
	效应值
	标准误
	Fisher’s Z
	标准误

	刘小元
	2013
	419
	[bookmark: OLE_LINK727][bookmark: OLE_LINK726]−0.011
	0.049
	−0.011
	0.049

	曹建海
	2014
	918
	0.253
	0.031
	0.259
	0.033

	王维
	2014
	3 281
	0.038
	0.017
	0.038
	0.017

	吴剑峰
	2014
	524
	0.201
	0.042
	0.204
	0.044

	邹彩芬
	2014
	172
	0.179
	0.074
	0.181
	0.077

	Dang J W
	2015
	7 717
	0.154
	0.011
	0.155
	0.011

	Cantner U
	2015
	450
	0.216
	0.045
	0.219
	0.047

	Hong J
	2015
	476
	0.578
	0.031
	0.659
	0.046

	Wei J C
	2015
	343
	0.590
	0.035
	0.678
	0.054

	……
	……
	……
	……
	……
	……
	……

	Afcha S
	2022
	24 510
	0.100
	0.006
	0.100
	0.006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_Hlk169185510]Liu L
	2022
	2 430
	0.159
	0.020
	0.160
	0.020

	Liu Y T
	2022
	15 615
	0.129
	0.008
	0.130
	0.008

	Peng X B
	2022
	285
	−0.110
	0.059
	−0.110
	0.060

	Sun X J
	2022
	9 200
	0.152
	0.010
	0.153
	0.010

	Wu L P
	2022
	1 622
	0.423
	0.020
	0.451
	0.025

	Xia L
	2022
	420
	0.525
	0.035
	0.583
	0.049

	Xia Y T
	2022
	1 075
	0.086
	0.030
	0.086
	0.031

	Xie Y
	2022
	4 343
	0.524
	0.011
	0.582
	0.015

	Zhang C
	2022
	37 270
	0.053
	0.005
	0.053
	0.005

	Zhao K
	2022
	15 957
	0.311
	0.007
	0.321
	0.008


3  实证分析
[bookmark: _Hlk163481374]3.1  出版偏误检验
本研究使用CMA 3.0软件对编码后的数据进行元分析。在正式进行元分析之前，必须对文献的出版偏误进行检验，以保证被纳入分析的文献具有广泛性，分析得出的结果真实可靠。首先可以采用观察漏斗图的方式来定性检验（见图2）。从观察结果来看，绝大部分的点都处在倒置漏斗的顶部且左右基本对称，说明出版偏误较小。
【图2中: 1.纵坐标标目方向不正确，文字方向如右图所示：[image: IMG_256]。2.所有字体不加粗。3.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image: ]
图2 定性检验结果

由于上述通过观察进行判断的方法较为主观，因此又采用Egger’s检验、Begger’s检验和计算元分析的失安全系数N等更客观的定量方法来进一步检验出版偏误。经过计算，本研究的Egger’s检验和Begger’s检验的P值分别为0.074和0.228，均大于0.05；失安全系数N0.05=421 882，N0.01=244 224，均远远大于临界值445。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的出版偏误问题不严重，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
3.2  整体效应分析
3.2.1  异质性检验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5]在元分析中，异质性指的是合并不同研究的效应量时，这些研究之间存在的变异程度或差异性。异质性的主要来源包括研究对象特征、结果测量、时间和空间、研究设计以及报告偏倚等方面的差异。由于本研究中纳入元分析的文献在研究时间、研究对象选取、实验设计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需要采用较为常用的Q值和I2值检验法来进行异质性检验。其中，Q值可以用于初步判断选取的研究间是否存在异质性，I2值则可以更好地量化异质性程度。两种检验法配合使用，可以更好地判断是否需要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并进行亚组分析、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对元分析结果进行合理解释。是否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或进行亚组分析、元回归等进一步分析【与前一句重复？】。当Q值大于对应自由度在α=0.05时的卡方值或I2>60%时，说明样本间存在异质性[48]。从表2的结果中可以看出，I2=99.396，远大于60%，说明观察样本中有99.396%的差异源于研究间效应值，仅有0.604%的差异是由于抽样方差造成的；Q值为14 243.929，也远大于20.05（86）的值。这说明不同研究之间在效应量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异质性。可以推断，这种变异很大程度上是由研究间系统性差异导致的，而非随机误差。鉴于存在高度异质性，本研究在效应量合成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并进行亚组分析等方法探究异质性的潜在原因。
表2  整体元分析结果
	模型类型
	效应值
	效应
值数
	95%置信区间
	Z值
	异质性检验

	[bookmark: _Hlk140843172]
	
	
	下限
	上限
	
	Q值
	Df
	P
	I2

	[bookmark: _Hlk150174562]固定效应模型
	0.177
	87
	0.175
	0.179
	178.356
	14 243.929
	86
	<0.001
	99.396

	随机效应模型
	0.232
	
	0.206
	0.258
	16.875
	
	
	
	



3.2.2 整体效应检验
根据表2中的随机效应模型可知，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整体效应为0.232（P<0.001），95%置信区间为（0.206,0.258），不包含0。这表明财政补贴可以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这一结果印证了以往多数研究中财政补贴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结论，对于政府制定创新政策、采用补贴等政策工具，以及企业制定创新战略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支撑。
3.3 调节效应检验
在探究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时，不同研究由于数据获取方式、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往往选取的企业样本类型也不尽相同。上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各独立样本之间差异程度较大，为验证企业的不同类型对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潜在调节作用，对纳入元分析的文献按照不同企业类型进行0和1编码，其中制造业企业、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业务范围涉及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编码为1；非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业务范围不涉及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编码为0。选择分组元分析的方法来检验调节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加入潜在调节变量后，元分析异质性检验中的Q值均有明显下降，这说明这些变量都会对主效应产生明显的调节作用[49]【本文输出的结果为什么还要引用文献49？引用了49的什么？需要表述清楚】。
[bookmark: _Hlk169250287]表3  企业类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bookmark: _Hlk140591681]类型
	效应值数量/个
	样本量/个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Z值
	异质性检验

	
	
	
	
	下限
	上限
	
	Q值
	Df
	P
	I2

	制造业企业
	37
	473 135
	0.262
	0.220
	0.303
	11.774
	[bookmark: OLE_LINK20]7 609.969
	36
	<0.001
	99.527

	非制造业企业
	7
	12 826
	0.203
	0.040
	0.355
	2.432
	440.882
	6
	0.015
	98.639

	国有企业
	11
	12 438
	0.142
	0.055
	0.227
	3.183
	176.901
	10
	<0.001
	94.347

	非国有企业
	14
	132 702
	0.185
	0.083
	0.282
	3.529
	2 212.740
	13
	<0.001
	99.412

	东部地区企业
	9
	49 959
	0.173
	0.093
	0.252
	4.192
	328.682
	8
	<0.001
	97.566

	中西部地区企业
	7
	4 465
	0.297
	0.175
	0.409
	4.667
	72.674
	6
	<0.001
	91.744

	业务范围涉及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
	28
	44 835
	0.276
	0.207
	0.342
	7.612
	1 758.308
	27
	<0.001
	98.464

	业务范围不涉及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
	19
	90 375
	0.228
	0.139
	0.313
	4.945
	3 282.003
	18
	<0.001
	99.452


[bookmark: _Hlk140845798]
在是否为制造业企业分组中，财政补贴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效应值为0.262，大于非制造业企业的效应值0.203，且通过了异质性检验。这说明财政补贴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假设2得到验证。
在企业所有权这一组调节变量中，财政补贴对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效应值分别为0.142和0.185，且均通过了异质性检验。这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假设3得到验证。
在企业所在区域这一组调节变量中，财政补贴对东部地区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绩效的效应值分别为0.173和0.297，且均通过了异质性检验。这表明相较于东部地区的企业，财政补贴对中西部企业的创新绩效促进作用更强，假设4未得到验证。
[bookmark: OLE_LINK32]在企业业务是否涉及高新技术领域这一组调节变量中，财政补贴对业务涉及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和业务不涉及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创新绩效的效应值分别为0.276和0.228，且均通过了异质性检验。这表明相较于非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财政补贴对高新技术领域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强，假设5得到验证。
上述所有分组的失安全系数均远大于5K+10，不存在出版偏误问题，说明上述分析结果均有较强的可靠性。
3.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bookmark: OLE_LINK10]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见表4），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效应值为0.343，且通过了异质性检验，说明财政补贴的提供显著刺激了企业提高研发投入；而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效应值为0.405，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通过了异质性检验。这说明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中介效应条件完备，假设6得到验证。
表4  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机制
	效应值
数量/个
	样本量/个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Z值
	异质性检验

	
	
	
	
	下限
	上限
	
	Q值
	Df
	P
	I2

	财政补贴→企业研发投入
	16
	20 238
	0.343
	0.196
	0.475
	4.418
	1 929.008
	15
	<0.001
	99.222

	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
	16
	20 238
	0.405
	0.133
	0.620
	2.847
	6 741.943
	15
	0.004
	99.778



[bookmark: _Hlk169266236]利用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MASEM）进一步探索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补贴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元分析结构模型路径显示（见图3），所有路径的系数都在统计上显著，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首先，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补贴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换言之，当企业获得更多补贴时，它们往往会增加研发投入。这一发现与现有理论和经验研究相一致，即政府补贴有助于缓解企业在研发活动中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其次，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财政补贴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正面影响。最后，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标准化路径显著为正，这说明研发投入是提高企业绩效的重要驱动力。这与现有理论和经验研究高度吻合，即研发活动有助于企业开发新产品，优化现有产品，改进生产技术，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总的来说，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不仅能直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还能通过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而间接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因此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6。 
【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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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结果
注：***表示在0.001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


[bookmark: _Hlk169264528]3.5  结果变量的不同测度
目前大多数文献采用了不同的专利指标来测度企业创新绩效，例如有些文献采用发明专利数量衡量企业创新绩效，有些则以全部专利数量进行衡量；又如有些文献以专利申请量衡量企业创新绩效，而有些以专利授权量进行衡量。但是这些指标的性质存在一定差异：如发明专利相较实用新型、外观等专利可以更好、更有效地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的研发属性；而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则分别涉及企业等专利申请者和专利审核部门等不同主体，这可能会由于结果变量测度视角不同对元分析结果造成影响。
为此，将纳入分析的文献按照不同测度视角进行分组元分析，其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以发明类专利数量和全部类型专利数量为指标测量企业创新绩效的两组文献中，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效应值分别为0.255和0.247；而以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为指标测量企业创新绩效的两组文献中，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效应值分别为0.273和0.213。上述结果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整体效应值（0.232）同样反映财政补贴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这说明不同的结果变量测度视角并不会影响本研究的元分析结果，体现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也反映出目前相关研究选取的各类专利指标用于测量企业创新绩效都比较合理。
表5  财政补贴对基于不同测量方式的企业创新绩效的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效应值数量/个
	样本量/个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Z值
	异质性检验

	
	
	
	
	下限
	上限
	
	Q值
	Df
	P
	I2

	发明类专利数量
	17
	217 441
	0.255
	0.187
	0.320
	7.174
	3 334.455
	16
	<0.001
	99.520

	全部类型专利数量
	54
	710 253
	0.247
	0.213
	0.280
	13.811
	9 536.769
	53
	<0.001
	99.444

	专利申请量
	51
	480 513
	0.273
	0.237
	0.309
	14.104
	5 620.641
	50
	<0.001
	99.110

	专利授权量
	21
	422 839
	0.213
	0.166
	0.258
	8.810
	4 167.738
	20
	<0.001
	99.520



4 结论
4.1 研究结论
本文应用元分析方法对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并对不同企业类型的潜在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元分析主效应结果显示，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效应值为0.232，且通过了9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财政补贴可以显著提高受助企业的创新绩效。通过进一步的分组元分析，验证了是否为制造业企业、企业所有权、企业所在区域、企业业务是否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企业等因素的调节作用，最后对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的具体分析如下。
（1）企业从事制造业领域会显著正向调节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行业，在进行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时需要对生产设备、技术进行更新换代，所需的创新资源投入就更多，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资源难以完成创新。因此，制造业企业对于财政补贴的需求更为迫切，获得财政补贴后也会更审慎对待，发生将补贴挪作他用等寻租行为的概率较小，财政补贴可以更好地促进其创新绩效的提高。
（2）相较于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这一方面说明国有企业受到资源冗余、绩效考核指标不合理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在现阶段发展中还存在一定的安于现状、创新活力不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改善国有企业发展管理模式，提升其创新动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民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在更完全的市场竞争、更灵活的发展模式中展现出更强的发展活力，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起到关键作用。
（3）相较于东部地区的企业，财政补贴对中西部企业的创新绩效促进作用更强。其原因可能如下：一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企业大多已进入发展较为成熟的阶段，创新发展模式趋于固定，同时资金实力更为雄厚，对政府给予的有限补贴信号反应并不敏感；二是政府在提供补贴时会将不同地区的发展差异考虑在内，将补贴更多给予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因此东部地区获得的补贴较少，效果也更不显著[50]。
（4）相较于业务范围不涉及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财政补贴对业务范围涉及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这是由于高新技术领域企业相较于其他企业，在研发投入程度和创新风险性上都更高，因此其对财政补贴需求更迫切，利用率更高，财政补贴对其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
    （5）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起到了显著的激励作用，而企业研发投入又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从企业研发投入的角度分析，财政补贴对企业产生了一种积极信号，不但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且向外界释放了政府对该企业的支持信号，有利于企业获得外界的投资支持，降低了企业的研发风险，因此企业将更有意愿增加研发支出。企业研发投入是支撑研发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增加研发投入将帮助企业更好地进行创新活动，提高研发效率，从而有效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
4.2  政策启示
（1）元分析的主效应和各亚组分析结果都表明，财政补贴是一项有效的激励各类企业创新的政策工具，且财政补贴通过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各级政府应维持并进一步加大向企业提供研发补贴的力度，同时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政府需要对补贴项目进行追踪和绩效评价，加强对补贴资金去向的管理，确保企业将补贴真正用在技术创新上，防止寻租行为发生。
（2）政府应审慎评估财政补贴的发放对象。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当政府向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时，对其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政府需要对申请财政补贴的企业的资质、研究领域和技术水平等进行谨慎评估，将补贴提供给真正需要且能有效利用的企业。财政补贴应适当向实体产业、从事高新技术领域等研发投入大的企业倾斜，帮助它们跨越创新的“死亡之谷”。
（3）政府需加大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引导和激励。由于财政补贴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创新绩效促进作用更强，因此政府需要根据企业产权、地域的异质性进行差异化补贴。加大对拥有技术优势的非国有企业的财政支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和创新活力。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政府不应过多地采取直接补贴的方式鼓励企业创新，可以代之以税收优惠等间接手段。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除了加大补贴力度外，还应加强当地的法治、创新环境建设，使得企业能在更好的环境下创新发展。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如下局限性：首先，只纳入了2013－2022年间发表的中英文文献，而未能涵盖其他时间段或以其他语言撰写的文献，因而可能有部分相关研究被遗漏；其次，在筛选文献时，并未囊括间接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也未考虑补贴的类型、方式、对象等特征，这导致研究结论只能反映直接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后，由于数据样本所限，未充分探究影响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主效应的所有潜在调节变量，这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拓展和深入的机会。
未来可能进一步探索的研究方向如下：一是进行更全面的文献检索与筛选，在元分析中纳入更多时间段中的文献，更好地探索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二是对前因变量进行分类，比如按照补贴性质、所属行业等标准进行分组，探讨不同类型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三是通过提取文献中更多的可以进行分类的潜在调节变量，利用元回归等统计方法来深入研究这些变量的调节作用，从而更全面地揭示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注释：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_Hlk193318784]1）结合本文纳入元分析的文献对企业所在地域的分析情况，参考国家“三大经济带”划分方式对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未包括港澳台地区）进行划分。即本文所指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区、市）。中西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9个省（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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